
　

环境评比表彰能否提升公众
政府绩效感知?∗

杨开峰　 刘　 杨　 文伟铭∗∗

【摘　 要】
 

作为非经济领域激励地方政府实现职能高效配置的重要举措和“锦标

赛”,“评比表彰”能否提升公众的政府绩效感知? 将 2011 至 2015 年主要环境评比

表彰结果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进行匹配,本研究发现:城市在环境评比中获奖

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客观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治理绩效的感知,但与公众的政府环境

治理绩效感知没有显著关系。 此外,获奖数量与公众对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绩效的

感知呈“倒 U 形”关系,达到临界点前,获奖越多,公众绩效感知越积极;而超出临界

点后获得更多奖项反而会使公众的绩效感知更消极。 本研究拓展了“客观绩效—主

观绩效”的理论联系,也具有现实启示,适度的评比表彰既有“自上而下”引导指挥的

工具属性,又有“自下而上”提升公众满意的价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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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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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方向。 增长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对激励作出反应,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激励因

素和制度安排,学者们提出了“财政联邦主义” “晋升锦标赛”和“控制权”等诸多概

念和理论。 但是,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建设热情? “评比表彰”模式

是这一问题的关键解:在社会治理领域设置奖项能指挥和激励下级政府相互竞争和

全面协调发展(张咏梅和李秉勤,2010;周晔,2014)。
评比表彰在环境治理领域广泛应用。 国家层面典型环境评比有国家节水型城

市、低碳试点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主要涉及环境规章制度和生态宜居、环境质量、
资源节约等定量指标①。 需要说明的是,试点和模范城市也是经历自主申报、组织

推荐和专家点评的荣誉称号,旨在发挥鼓励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典型示范和带头引

领作用②,有别于实验主义特征的“试验—推广”和先行先试的政策试点( Heilmann,
 

2008)。
现有研究发现评比表彰可以提升客观治理绩效(刘松瑞等,2020;张天舒和王子

怡,2020),但是缺乏对公众主观绩效的研究。 “自下而上”的主观绩效既能体现政府

环境治理的真实效果,又可体现人民中心发展理念的价值内涵,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能否提升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 获奖

数量越多公众的绩效感知越积极吗?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地方政府激励理论包括经济激励、政治激励和反向激励。 经济激励典型的有

“财政联邦主义”,即地方政府在行政和财政分权的双重激励下塑造自身行为

(Montinola
 

et
 

al. ,
 

1995);政治激励包括上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指挥棒设计的晋升竞

赛(周黎安,2007);反向激励通过目标责任制以问责的形式进行,以威慑和压力倒逼

地方政府落实上级意图、达到考核基准。
经济领域的激励方式不一定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和社会等非经济领域的治理要

求。 随着“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提出,地方政府需要“为和谐而竞争”,需要在社会

综合治理方面投入更多注意力和资源。 中央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非经济领域的

热情? 由于非经济领域的综合性和不易测量性,我国事实上通过“评比表彰”激励和

引导地方行为(周晔,2014)。 上级针对特定政策领域和目标制定出一套考评下级政

①
②

限于篇幅,附表报告了环境评奖项目的基本情况及评选标准。
发展改革委网站.

 

(2017-01-24)[2024-01-01] . 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

通知[EB / OL].
 

https: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17-01 / 24 / content_516293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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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考核体系和考核标准,对优胜者予以表彰或授予荣誉称号(李振,2014)。 新中

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号召采用“检查评比”的方法推进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为刺激地方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建设,评比竞赛得到更多应用(张咏梅和李

秉勤,2010) 。 对于评比表彰,一种观点认为其本质上是非经济领域的“晋升锦标

赛 2. 0”(Zhang,
 

2020),地方政府在评比中角逐,竞赛结果由参赛者的相对位次而不

是绝对成绩决定。 很多文献也将环境领域评比表彰和绩效竞争称为“生态锦标赛、
污染治理锦标赛、环境保护晋升锦标赛、行政竞标制”和“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等

(文宏和林彬,2020;吴建祖和王碧莹,2022)。 另一种观点将其视为“政治达标赛”
(王哲,2018),下级政府争取达到上级要求的绩效标准,而不追求绩效最大化和在竞

争中胜出。 对比周黎安(2007)“锦标赛的五个前提”,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和非

经济领域均受到锦标赛式激励和动员①,前者按照经济表现排名,后者按照评比表彰

项目排名。 评比表彰本质上是一种中央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设置评比和动员竞争

的激励机制。
已有研究对评比表彰模式的制度要件、功能架构、合理性和激励逻辑进行了充

分的理论探讨。 评比表彰可以合理利用地方资源禀赋,激励地方发挥自主性,打造

不同的城市品牌,提供多元化干部晋升甄别机制,创造公众共同目标和群体认同(张

咏梅和李秉勤,2010;李振,2014)。 但是该模式也存在运动式治理和选择性策略应

对的弊病(王哲,2018),增加地方政府超负荷任务压力,使公众处于“失语”状态(周

晔,2014)。 实证研究更多采用准实验等方法评估评比表彰的政策效应,一是主政官

员的晋升,研究发现“创卫”官员的晋升概率高于同僚(刘松瑞等,2020),“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对党政一把手晋升的积极作用甚至比经济绩效和政治经历更具解释力

(张天舒和王子怡,2020);二是客观治理目标的实现,实证验证了卫生和文明城市的

评选对提升环境质量的显著作用(徐换歌,2020;刘松瑞等,2020);也有研究发现创

建环保模范城市反而抑制了环境治理绩效,在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领域未

能出现预期的积极效果(王英和唐雲,2020)。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更多关注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的评选,对环境领域评比表

彰的研究较少;更多检验评比表彰的晋升激励和上级目标的实现(王哲,2018),对公

众绩效感知的考察较少———无论是评比中公众“失语” “缄默”和“偏好替代”,还是

① 环境评比表彰是锦标赛的五个前提:( 1) 锦标赛的主持者和裁判能决定奖品分配:晋升竞争、职位生

存、财政激励、声誉激励;(2)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角度看都可以衡量的客观竞赛指标:环境指

标、评比表彰本身;(3)各参赛主体的竞争成绩是相对可分离和可比较的:城市参评、择优获奖;(4)参

赛主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绩效;(5)参赛主体之间不容易合谋:朋辈竞争、中央设

奖、多次评比。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报告城市获奖数量的地区分布地图,有需要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该

图佐证了评比表彰仍是“锦标赛”。 获奖城市集中在东部和南部,这种跨越五年和七类环境奖项分布

的区分度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评比表彰并不是最终将以多轮次覆盖全部城市的“达标赛”,也没有

表现出后续评比以隐性方式降低标准和向未获奖地区倾斜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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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后公众感知和评价。 公众的绩效感知是一种主观绩效,是基于信念或态度对经

历和所接受服务评估的“自我报告”,通常与他们的生活场所或社区有关( Stipak,
 

1979;
 

Parks,
 

1984)。 将客观与主观绩效联系起来,能够补充或改进客观衡量标准

(Baker
 

et
 

al. ,
 

1994),更好地理解主观指标的效用,提升政府在公共服务过程和结果

中对公众的重视程度(Van
 

Ryzin
 

et
 

al. ,
 

2008),这在西方社会有民主政治的象征意

义(Brudney
 

and
 

England,
 

1982),在我国则契合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能
够避免地方追逐表彰本身而忽视提高人民幸福感和满意度的评比初衷,能够以“客

观”技术评价与“主观”社会评价的融合(陈彪和贺芒,2021)推动评奖从工具属性向

价值属性转变。
基于此,本文试图拓展以往锦标赛评比的工具性研究,在实证分析评比表彰时

融入“人民满意”的价值维度,检验基于客观指标的环境评比是否能够提升公众的主

观绩效感知。

(二)
 

研究假设

评比表彰是社会治理领域“锦标赛”的重要体现,主要目的是提升治理绩效。 现

有研究基本认为获得环境奖项有助于提升客观环境质量(徐换歌和蒋硕亮,2020;刘
松瑞等,2020)。 但是,提升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评比表彰的核心目的和“主观绩

效”却很少被检验(Poister
 

and
 

Streib,
 

1999;文宏和林彬,2020)。 实证研究中没有测

量主观绩效的统一方式,大都仅涉及对特定服务的具体看法和总体满意度评估

(Parks,
 

1984;
 

Lee
 

and
 

Kim,
 

2024)。
本文借鉴单一条目和多条目测量,采用层次分析的思路( Van

 

Ryzin,
 

2004)将

公众对政府的绩效感知划分为:客观环境质量感知、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政府

总体治理绩效感知。 环境评比表彰可能对这三个层次的绩效感知有不同影响(假

设整体框架见图 1),也规避了本研究潜在的主观绩效共同方法偏差( Wall
 

et
 

al. ,
 

2004)。

图 1　 评比表彰影响主观绩效的假设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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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客观环境质量的感知不一定受客观环境质量改善的积极影响。 多数客

观指标并不是显性和直观的,公众更多基于直接感受而非专业统计数据判断环境质

量,而且微小的环境改善可能不足以被公众感知。 虽然评选标准可能是隐性和不可

感知的,但评比表彰活动本身却是显性的锦标赛。 一方面,“全城动员”意味着政府

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等在统一调度和指挥管理下参与评比,任务、
指标和责任也细化到各个层次和岗位(徐换歌,2020)。 公众在评比中属于环保规制对

象,志愿者或督导员等活跃在社区环境领域,重视和整治“脏乱差”社区与“三不管”死
角(陈彪和贺芒,2021),这些如火如荼的身边举措强化了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感知。 另

一方面,政府的大力宣传使普通市民得以掌握城市获奖的相关信息(崔慧姝和周望,
2018),这种客观绩效“认证”能够为公众提供一个相当可信的质量信号,有效引导公众

关注和认可服务提供者对于实现“令人满意的绩效”的明确承诺(Feng
 

et
 

al. ,
 

2016;
 

Lee
 

and
 

Kim,
 

2024)。 在网络信息时代,社交媒体进一步拓展并强化了象征性“信号

效应”(Symbolic
 

signaling
 

effect)和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感知(文宏和林彬,2020)。
“创城”是一种激发城市之间“标杆学习”和“标尺竞争”的锦标赛行为(徐换歌,

2020),城市在这种竞争氛围和竞赛精神中持续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认真履行环境

保护等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在横向比较中追赶并达到“超基准水平” (周晔,
2014)。 竞争胜出使公众明确感知到对邻近城市的“优越感”和“对比效应”,从而感

知到并认可本市环境质量的“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能够提升公众对客观环境质量的感知。
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感知是对政府环境服务质量的外部评价,通常被称

为“环境满意度”(唐啸等,2020)。 城市治理目标具有模糊属性,信息不完备的公众

很难全面真实地感知政府绩效(王伟和王哲,2019)。 参评作为一个城市的阶段性中

心工作,能够在短时间内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注意力,从而更容易被公众感知到。 “自

上而下”的评比表彰压力塑造了集中的环境治理制度框架,包括行政法规、命令、通
知、意见和实施办法等公告形式,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和指挥部等组织形态(陈科霖

和谷志军,2022)。 市委书记等主要领导带头调研、监督和检查,频繁在“创城”相关

的全体会议、工作推进会、协调会和专题会上强调和表态(陈彪和贺芒,2021),这种

积极氛围使治理活动和政府工作更容易被公众感知。 正如文献所证实的,强大的环

境部门、环境行动主义和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环境治理结构等有助于激发公众对政

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感知(Liu
 

et
 

al. ,
 

2018)。
然而,以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宣传和准军事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具也可能引

发公众的不满。 首先,环境评比动员可能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尤其是当

基层公务人员迫于评比压力而强制执行或野蛮执法时(Zhang
 

and
 

Li,
 

2011)。 其次,
公众可能会认为政府并没有采取实质措施改善环境,而是诉诸一系列策略行为和形

象工程。 一方面,参评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需要依据评选标准在环境监察、市容整

顿、垃圾处理和城市绿化等领域执行一整套政策,全面动员市民等待中央政府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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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成本可能会招致公众对“形式主义”“装点门面”的批评(李振,2014),尤其是当

公众在参与评比表彰中缺乏发言权时,不符合其意愿的评比可能引致“只是政府的

事情”和“与自己无关”的不满情绪(崔慧姝和周望,2018)。 另一方面,来自职业前景

的激励可能会导致政府的治理行为扭曲走样。 政府优先或仅完成指标体系范围内

的任务(周晔,2014),既未致力于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也不关心评选标准之外的公众

主观感受。 选择性策略或许可能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中应付上级,但却很难应

付对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有真切体验的本地民众。 最后,周期性评比和限时性治理

的绩效依赖短期急剧动员和政府注意力的集中,具有临时性、速成性和不可持续性

(王英和唐雲,2020)。 非常规形式的评比表彰缺乏长效机制,维持治理绩效的财政

和时间成本非常高。 一旦在评比中获胜,地方政府持续治理的积极性和注意力会迅

速转移,解散“创城”指挥部,返还抽调人员(徐岩等,2015),以至于暂时解决的环境

问题很快会在运动后重新出现。 而获奖提高了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的期望,“预期

偏差”和“阈值效应”(Zhang
 

et
 

al. ,
 

2022)强化了公众的负面感知。
因此,本文提出关于城市获奖与公众感知环境治理绩效的积极假设 2a 和竞争性假

设 2b。
假设 2a: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

感知。
假设 2b: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反而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

感知。
公众对政府总体治理绩效的感知与环境评比表彰的关系很少被关注。 现有对

评比表彰“外溢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引领和同侪效应,即某一城市“创卫”能够改善

同侪城市的环境(刘松瑞等,2022)。 环境评比表彰提升公众对政府总体治理绩效感

知“外溢”的可能路径有:其一,环境评比表彰在实际绩效上的“溢出效应”,环境治理

影响环境领域之外的目标对象或治理绩效(杨开峰和王璐璐,2023),有研究证实了

评比表彰对地方政府其他领域的行为结果和治理绩效的正向激励(周晔,2014)。 城

市可以凭借参与环境评比向省级政府争取额外的资金冲抵运动开销,也能获得奖

励、津贴和专项补贴等(李振,2014),这些使得城市有更强的能力和更集中的资源,
可以在参评期间“顺便”解决一些平时“老大难”的问题,提升公众对政府总体治理绩

效的感知。 其二,城市获得奖项的“信号效应”。 信号发送理论认为,接收者收到的

信号会影响其对发送者的感知。 有区分度的信号具有很强的筛选和“晕轮”效应①,
能够作为总体绩效感知的“启发式”②,例如环境污染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总体满意

①

②

晕轮效应(Halo
 

effect):又称光环效应,是一种社会认知偏差。 原指对某个人某方面特征的认知和评价

影响到对此人整体印象的一种心理现象。 这里指对城市环境领域治理的评价影响对城市整体治理绩

效的评价和感知。 这是一种根据某种局部特征推论和扩散到整体特征的“以偏概全”认知方式。
启发式:指人们在复杂的决策或判断中倾向于使用启发式推断或相关替换(经验法则),大脑在处理信

息时不习惯于费力思考,而是满足于相信出现在脑海中的看似合理的判断,使用相关但更容易的问题

来替换信息不完全的复杂问题,这也是认知偏差的原因之一。 主要有代表性启发式、可得性启发式、锚
定与调整性启发式和情感性启发式。



环境评比表彰能否提升公众政府绩效感知? 169　　

度和信任度(李雪妮等,2020);环境安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总

体评价(王凯民和檀榕基,2014)。 经过激烈竞争获得的评比荣誉具有代表国家价值

分配的信号功能(韩志明和史瑞杰,2015),环境方面的获奖可能使民众对总体绩效

的感知更积极(Liu
 

et
 

al. ,
 

2018;
 

张天舒和王子怡,2020)。 其三,“五位一体”和多主

体治理的“总体效应”。 一方面,主观绩效的特点表明,公众更偏好将政府视为一个

整体评价其普遍和总体倾向,即便政府只在环境治理等具体领域做出成就( Wang
 

and
 

Gianakis,
 

1999)。 另一方面,虽然公众在评比表彰中参与的深度和频度不足,但
参评城市政府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调试性社会动员”仍有助于期待

美好生活和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公众积极评价“评比表彰”所隐含的多元参与治理

内涵(王诗宗和杨帆,2018)。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总体治理绩效的感知。
真实世界普遍存在 U 形关系(Sturman,

 

2003),但目前文献通常将市政服务客观

指标对主观评价的影响预设为“单调的”(Brudney
 

and
 

England,
 

1982)。 以上述三个

假设为基础,本文进一步对评比表彰与主观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作出理论假设。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职能向均衡性和多目

标转变。 一方面,上级政府效用函数多元化,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领

域;另一方面,社会领域本身具有对象广泛、事务复杂和需求多样的特征,评比表彰

作为指向社会民生的治理工具,单一项目很难实现治理绩效。 城市在多个评比活动

中开展多赛道竞争、多任务竞逐和多元政绩竞赛更能提升主观绩效(文宏和林彬,
2020;王磊和王兰兰,2022)。

但是,各类评比表彰活动存在冗余和重复,过量和过度评比给城市带来的额外

负担和行政成本反而会降低感知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仅中央和各部委开展的评比

就有近 30 项;2006 至 2009 年全国清查出各类评比表彰项目 148405 个,仅保留了

4218 个①(王伟和王哲,2019);2009 年发布的《关于公布行政等系统中央单位评比表

彰达标活动保留项目的通告》在全国共撤销 70461 个评比表彰项目,总撤销率高达

97. 76%②。 虽然城市对数量繁多、开展频繁和主题交叠的评比“痴迷”与过度执行有

强化综合兼顾和复合治理的意味,但密集应对不同部门检查、考核和指导的评比负

担会使城市疲于应付并流于形式(周晔,2014),大量无用的评比活动甚至会挤压政

府的日常运转和工作,给公众带来负面感知。 基于此,本文第 4 个假设是:城市在环

境评比表彰中的获奖数量与公众绩效感知呈“倒 U 形”关系,城市获奖越多,公众的

绩效感知越积极;但突破临界点后,城市获得更多的奖项反而会导致消极的公众绩

①

②

国务院办公厅.
 

(2006-12-24)[2023-10-01]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等部门的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 2006〕 102 号) [ EB / OL].
 

https: / / www. gov. cn / gongbao / content / 2007 /
content_512702. htm.
新华社.

 

(2009-12-30)[2023-10-01] .
 

行政系统中央单位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保留项目公示[ EB / OL].
 

https: / / www. gov. cn / gzdt / 2009-12 / 30 / content_150015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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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感知。 三个子假设是:
假设 4a: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的获奖数量与公众对客观环境质量的感知呈

“倒 U 形”关系。
假设 4b: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的获奖数量与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感

知呈“倒 U 形”关系。
假设 4c:

 

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的获奖数量与公众对政府总体治理绩效的感知

呈“倒 U 形”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三方面。 其一,个体数据来自 2015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5)。 这是 2005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覆盖 31 个省级行

政单位和 151 个地级市)采用概率抽样方式进行的大型连续调查项目,样本具有广

泛代表性。 其二,环境评比结果来自政策文件、政府网站公示和媒体通报等。 本文

收集了 2011 至 2015 年间国家层面开展的举办主体层级高、合法性权威突出、影响力

和代表性强的环境评比表彰获奖城市名单①,剔除县级及以下获奖单位并运用百度

等搜索引擎查漏补缺。 其三,城市特征等控制变量来自年鉴数据。 人口规模、经济

发展水平、产业状况、财政自主度、行政级别等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公园绿地面积、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综合利用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客观环境指标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空气质量指数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②。 上

述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的 2014 年数据以避免内生性问题。

(二)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
 

公众的绩效感知

　 　 因变量是公众的政府绩效感知,这种主观绩效或满意度被认为是公共领域收集

反馈、诊断政策和监测公共服务绩效的重要指标(Kim
 

and
 

Kim,
 

2022;
 

Lee
 

and
 

Kim,
 

2024),而公民调查是获取公民经验感知和公共服务满意度最有效的工具( Daneke
 

and
 

Klobus-Edwards,
 

1979;Parks,
 

1984)。 本文从 CSS2015 中获得三个层面的绩效感

知因变量。
首先,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度体现了环境评奖及其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改善

①

②

本文选择 2011 年至 2015 年这五年间的获奖情况,这是因为 2010 年之后评比表彰活动才逐渐规范化

和制度化,2006 年至 2009 年全国清查和取消了很多评比项目,国务院也取消了很多中央层级的评比

表彰项目。 2010 年国务院联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中办发

〔2010〕33 号),真正建立起中央和省两级评比达标活动的审批制度。
数据来源于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https: / / www. aqistudy. cn / historydata / about. php,查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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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层面被公众感知的情况,本文采用“您居住地的环境状况?”进行衡量,受访者

评分越高表明其对环境质量越满意,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
其次,由于公众对环境质量本身的满意度并不一定代表对当地政府环境治理的认可

程度,本文选取“您认为现住地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与治理污染方面的工作做得好

不好?”来直接衡量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感知,并对其反向赋值以保证因变量

内涵一致,1 分为“很不好”,2 分为“不太好”,3 分为“比较好”,4 分为“很好”,分值

越高表明公众越认可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
除此之外,本文还关注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对政府绩效感知的“溢出”。 在环境

评比表彰中获奖对城市整体形象的提升可能使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认同感和满

意度由环境领域延伸到总体治理中。 本文选取“总的来说,您认为现住地地方政府

工作做得好不好?”和“您认为现住地地方政府在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诉求

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来衡量公众对政府总体绩效的感知,其内部一致性通过了

Cronbach􀆳s
 

alpha(0. 8>0. 7)信度检验。 本文在反向赋值的基础上加总得到 1 至 7 分

的等距定序变量,得分越高表明公众对政府总体治理工作的评价越好。
2.

 

自变量:
 

城市获奖情况

本文参考 Liu
 

et
 

al. (2018)的做法,选择 2011 至 2015 年具有重大影响力和代表

性的七类主要国家级环境评比表彰项目①,设置“是否获奖”哑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
如果地级市在这些评比表彰中荣获任何一个奖项或称号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为进

一步探究获奖与绩效感知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将地级市在观察年间获得环境评比表

彰奖项或称号的“获奖数量”设置为第二个自变量。
3.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规避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在个体和城市

层面设置一系列控制变量:(1)个体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
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户口性质和居住类型( Fitzgerald

 

and
 

Durant,
 

1980;
 

Schachter,
 

2010);(2)个体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总体评价、社会公平感、幸
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参与度( Helliwell,

 

2003);(3)城市基本特征,包括经济水

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财政自主度、行政级别;(4)客观环境质量,包括空气质量②、

①

②

在 Liu
 

et
 

al. (2018)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国家节水型城市、低碳试点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环境保

护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七类评比表彰项目;选择依据是:(1)环

境领域国家级重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奖项、称号和表彰,体现为政府的大力宣传和重视,能被政府官网

和人民日报等广泛报道;(2)评选主体主要是城市,而不是区县、项目、流域或园区;(3)首次评比开始

的时间早于 2011 年,且至少持续至 2015 年。
采用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
 

AQI)描述空气清洁或污染程度以及对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五

个主要污染物标准进行测算:地面臭氧、颗粒物污染(包括 PM2. 5 和 PM1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二

氧化氮。 AQI 为连续型变量,数值越大表示污染程度越高,通常 0 ~ 50 为一级,空气质量报告为优;51 ~
100 为二级,空气质量报告为良;101 ~ 150 为三级,空气质量报告为轻度污染;161 ~ 200 为四级,空气质

量报告为中度污染;201 ~ 300 为五级,空气质量报告为重度污染;300 以上为六级,空气质量报告为严

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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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变

量定义和赋值详见表 1。

(三)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考虑到“个体嵌套于城市”的数据结构,避免不区分微观和宏观

变量而将调查数据汇总到城市层面(林挺进,2015),本文构建更加准确无偏的多层

模型:
Level

 

1:
 

Perceived_Performanceij =β0j +β1j individual_CONTROLij +εij (1)
Level

 

2:
 

β0j =γ00 +γ01PRIZE j +γ02city_CONTROL j +u0j (2)
　 　 　 β1j =γ10 +uij (3)

其中,Level
 

1 是个体层模型,表示公众个体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差异来自城市平均状

况、个体特征在城市内的效应和个体独特性。 Level
 

2 进一步确定城市层差异,即城

市平均状况取决于所有城市总平均状况、 城市独特性和环境评比表彰效应。
Perceived_Performanceij 表示绩效感知,i 代表不同的个体样本,j 代表不同的城市样

本。 PRIZE j 是自变量,表示城市 j 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的情况,包括“是否获奖”
和“获奖数量”。 individual_CONTROLij 和city_CONTROL j 分别是个体和城市的一系

列控制变量。 γ00 是截距项,εij 和 u0j 分别表示个体和城市层面的随机扰动项。 本文

采用固定效应的随机截距模型,暗含的预设一是个体绩效感知因不同城市而存在明

显差异,即“组间异质和组内同质”;二是个体对相同获奖情况产生的绩效感知是一

致的。 多层模型能充分利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数据规避内生性、共同来源偏差和“生

态谬误”等问题(Diez-Roux,
 

1998;
 

Robinson,
 

2011)。

四、
 

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将本文收集的 285 个城市环境评比表彰数据集与 CSS2015 依据“城市—个体”
的原则一对多(1:m)匹配后,本文得到 111 个城市样本和 8538 个个体样本①。 根据

表 1,“是否获奖”的均值为 0. 495,表明近一半的城市在 2011 至 2015 年的环境评比

表彰中获奖;城市最少获奖 0 次,最多 4 次。 根据图 2 对获奖分布的可视化,获得国

家园林城市(18. 9%)、国家森林城市(18%)、低碳试点城市(12. 6%)称号的城市相

对较多;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城市(8. 1%)、中国人居环境奖(5. 4%)、国家环境保护模

① 需要说明的是,城市获奖情况的观测数据为 111 个,本文在描述部分针对这 111 个获奖城市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 但由于人口规模、财政自主度、空气质量指数、公园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生活垃圾处

理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部分缺失,最终进入回归模型中的城市样本为

1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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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城市(4. 5%)和国家节水型城市(3. 6%)的城市相对较少,均不足 10%。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取值和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和测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客观环境质量

感知

您居住地的环境状况? 1 分表示非

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
8530 5. 947 2. 289 1 10

政府环境

治理绩效感知

您认为现住地地方政府在保护环境

与治理污染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1 分表示很不好,4 分表示很好

8538 2. 569 0. 794 1 4

政府总体

治理绩效感知

总的来说,您认为现住地地方政府工

作做得好不好?
您认为现住地地方政府在有服务意

识、能及时回应百姓诉求方面做得好

不好? 1 ~ 7 分,分数越高评价越好

8538 4. 126 1. 327 1 7

解释变量

是否获奖
地级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至少获得

任何一个奖项或称号取 1,否则取 0
111 0. 495 0. 502 0 1

获奖数量
地级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得奖项

或称号的次数
111 0. 712 0. 898 0 4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性别 个体为男性取值为 1,女性取值为 0 8538 0. 533 0. 499 0 1

年龄 个体的年龄 8537 46. 119 13. 626 18 70

年龄的平方
同时将“年龄”和“年龄的二次项”作

为控制变量
8537 2312. 554 1230. 696 324 4900

民族
个体是汉族取值为 1,是少数民族取

值为 0
8526 0. 921 0. 270 0 1

政治面貌
个体是中共党员取值为 1,其他(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众)取值为 0
8516 0. 105 0. 306 0 1

受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个体本科以下取值为 1 8524 0. 930 0. 256 0 1

受教育程度:
本科

个体本科学历取值为 2 8524 0. 063 0. 244 0 1

受教育程度:
研究生及以上

个体研究生及以上取值为 3 8524 0. 007 0. 083 0 1

居住类型
在城镇居住取值为 1,在农村居住取

值为 0
8538 0. 556 0. 497 0 1

户口性质

非农业户口取值为 1,农业户口取值

为 0。 取消了农业和非农户口的“居

民户口”按取消前的户口性质

8518 0. 285 0. 451 0 1

年收入水平 2014 年个人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8263 8. 349 3. 410 0 15.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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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变量定义和测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主观经济

水平

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现在

在本地大概属于哪个层次? 1 至 5
分分别为下、中下、中、中上、上

8461 2. 212 0. 891 1 5

社会总体

评价

请用 1 ~ 10 分来表达您现在对社会

总体情况的评价。 1 分为非常不好,
10 分为非常好

8526 6. 430 1. 643 1 10

社会

公平感

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总体上社会

公平状况如何? 1 分非常不公平,5
分非常公平

8521 3. 409 1. 002 1 5

个体幸福感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1 分

非常不同意,5 分非常同意
8532 3. 591 1. 002 1 5

生活

满意度

总的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打分。
1~ 10 分,分数越高越满意

8524 6. 465 1. 931 1 10

公众参与

自 2012 年以来,您是否参与过政治

问题的讨论? 您是否愿意参与政治

问题的讨论? “ 参与过” 和“ 愿意参

与”取值为 1,没有参与过或没有参

与意愿取值为 0

8536 0. 235 0. 424 0 1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城市常住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 104 605. 098 442. 113 77. 268 2991. 4

经济水平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111 10. 759 0. 346 10. 182 11. 564

经济增长率 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111 8. 42 1. 331 4. 9 10. 9

产业结构
城市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
111 9. 82 3. 836 0. 527 23. 124

财政自主度
城市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政支出

的比值
104 0. 561 0. 246 0. 132 1. 107

行政级别
城市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取值

为 1,为一般地级市取值为 0
111 0. 18 0. 386 0 1

空气质量

指数

以城市全年各月空气质量指数(AQI)
的均值衡量空气质量,数值越高污染

程度越高

108 92. 72 30. 829 33 194

公园绿地

面积

城市绿化情况由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顷 / 万人)来衡量
103 2. 521 6. 6 0. 129 51. 831

工业废水排放 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吨)的自然对数 104 1. 75 2. 545 0. 101 18. 112

生活垃圾

处理
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102 92. 201 15. 74 29. 41 157. 94

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3 86. 316 16. 839 18. 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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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环境评比表彰获得奖项分布情况

(二)
 

多层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2 报告了是否获奖影响公众绩效感知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因变量是多值定序

变量,本文同时采用基于 OLS 的多层线性模型(HLM)和基于有序逻辑回归的多层广

义线性模型进行多元回归,二者结果一致。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以多层线性模型为

准解释实证结果。

表 2　 “是否获奖”影响公众绩效感知的多层模型

变量

客观环境质量感知 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 政府总体治理绩效感知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是否获奖
0. 198∗∗∗ 0. 212∗∗∗ 0. 069 0. 166 0. 155∗∗∗ 0. 221∗∗∗

(0. 076) (0. 062) (0. 042) (0. 104) (0. 047) (0. 070)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性别
-0. 108∗∗ -0. 103∗∗ -0. 001 -0. 002 0. 055∗ 0. 086∗

(0. 046) (0. 044) (0. 018) (0. 048) (0. 029) (0. 046)

年龄
0. 019∗ 0. 025∗∗ 0. 010∗∗ 0. 028∗∗ 0. 027∗∗∗ 0. 048∗∗∗

(0. 011) (0. 010) (0. 004) (0. 011) (0. 007) (0. 011)

年龄的平方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民族
-0. 129 -0. 054 -0. 044 -0. 114 -0. 040 -0. 017

(0. 123) (0. 117) (0. 050) (0. 131) (0. 076) (0. 124)

政治面貌
0. 085 0. 041 -0. 008 -0. 046 0. 136∗∗∗ 0. 230∗∗∗

(0. 077) (0. 070) (0. 030) (0. 079) (0. 047) (0. 076)

本科教育水平
0. 107 0. 083 -0. 070∗ -0. 171∗ -0. 010 -0. 053

(0. 098) (0. 090) (0. 039) (0. 100) (0. 061) (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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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客观环境质量感知 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 政府总体治理绩效感知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

研究生及

以上教育水平

0. 172 0. 203 -0. 119 -0. 290 -0. 053 -0. 044

(0. 258) (0. 240) (0. 102) (0. 261) (0. 160) (0. 253)

居住类型
-0. 244∗∗∗ -0. 262∗∗∗ -0. 051∗∗ -0. 133∗∗ -0. 061∗ -0. 105∗

(0. 054) (0. 051) (0. 021) (0. 057) (0. 033) (0. 054)

户口性质
-0. 106∗ -0. 103∗ -0. 031 -0. 104∗ 0. 021 0. 012

(0. 058) (0. 055) (0. 023) (0. 061) (0. 036) (0. 058)

年收入水平
-0. 000 -0. 001 -0. 005∗ -0. 012∗ -0. 003 -0. 005

(0. 007) (0. 006) (0. 003) (0. 007) (0. 004) (0. 007)

主观经济水平
0. 106∗∗∗ 0. 065∗∗ -0. 012 -0. 036 0. 028∗ 0. 032

(0. 027) (0. 026) (0. 011) (0. 028) (0. 017) (0. 027)

社会总体评价
0. 087∗∗∗ 0. 088∗∗∗ 0. 076∗∗∗ 0. 212∗∗∗ 0. 189∗∗∗ 0. 313∗∗∗

(0. 015) (0. 015) (0. 006) (0. 016) (0. 009) (0. 016)

社会公平感
0. 022 0. 019 0. 128∗∗∗ 0. 332∗∗∗ 0. 352∗∗∗ 0. 561∗∗∗

(0. 024) (0. 023) (0. 009) (0. 025) (0. 015) (0. 024)

个体幸福感
-0. 022 -0. 032 -0. 005 -0. 011 0. 024 0. 046∗

(0. 025) (0. 024) (0. 010) (0. 026) (0. 015) (0. 025)

生活满意度
0. 624∗∗∗ 0. 710∗∗∗ 0. 023∗∗∗ 0. 060∗∗∗ 0. 046∗∗∗ 0. 083∗∗∗

(0. 014) (0. 016) (0. 006) (0. 015) (0. 009) (0. 014)

公众参与
-0. 103∗ -0. 112∗∗ -0. 097∗∗∗ -0. 240∗∗∗ -0. 175∗∗∗ -0. 297∗∗∗

(0. 054) (0. 051) (0. 021) (0. 055) (0. 033) (0. 053)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经济水平
0. 176 0. 171 0. 199∗∗ 0. 520∗∗ 0. 330∗∗∗ 0. 520∗∗∗

(0. 183) (0. 152) (0. 100) (0. 248) (0. 114) (0. 170)

经济增长率
0. 053∗∗ 0. 058∗∗∗ 0. 009 0. 029 0. 020 0. 031

(0. 026) (0. 022) (0. 014) (0. 035) (0. 016) (0. 025)

产业结构
-0. 022 -0. 025∗ 0. 011 0. 026 0. 022∗∗ 0. 032∗∗

(0. 016) (0. 013) (0. 008) (0. 021) (0. 010) (0. 015)

财政自主度
-0. 393∗ -0. 414∗∗ -0. 066 -0. 180 0. 209 0. 352∗

(0. 227) (0. 187) (0. 127) (0. 312) (0. 140) (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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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客观环境质量感知 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 政府总体治理绩效感知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行政级别
0. 242∗ 0. 256∗∗ 0. 014 0. 067 0. 012 0. 046

(0. 125) (0. 101) (0. 070) (0. 173) (0. 077) (0. 115)

空气质量指数
0. 000 0. 000 0. 000 0. 001 -0. 000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2) (0. 001) (0. 001)

公园绿地面积
-0. 021∗∗ -0. 018∗∗ -0. 008 -0. 018 -0. 008 -0. 011

(0. 009) (0. 007) (0. 005) (0. 013) (0. 006) (0. 008)

工业废水排放
0. 011 0. 008 0. 020 0. 043 0. 013 0. 015

(0. 024) (0. 019) (0. 014) (0. 033) (0. 015) (0. 022)

生活垃圾处理
0. 003 0. 003 0. 001 0. 003 -0. 000 -0. 000

(0. 002) (0. 002) (0. 001) (0. 003) (0. 001) (0. 002)

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

0. 000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001

(0. 002) (0. 002) (0. 001) (0. 003) (0. 001) (0. 002)

对数似然值 -15239. 606 -14215. 746 -8399. 651 -8094. 917 -11704. 131 -10700. 984

个体层方差分量 3. 438 — 0. 536 — 1. 319 —

地级市层方差

分量
0. 066 0. 034 0. 029 0. 168 0. 025 0. 049

个体层样本量 7425 7425 7429 7429 7429 7429

地级市层样本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p<0. 05;∗∗∗p<0. 01。

根据表 2,模型 1-1 显示了城市获奖与公众对环境质量感知的正向关系,“是否

获奖”的系数在至少为 1%的概率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 1 得到支持,表明在控制了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获奖的城市相比,获奖城市的公众感知到的城市环境质

量更好,对当前居住地的环境状况更满意。
模型 2-1 和 2-2 检验了城市获奖与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的关系,变量

系数为正,表明获奖可能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价。 但是,并没有至少

为 10%的显著性水平的统计证据表明,在获奖城市居住的公民更倾向于认可政府的

环境治理工作,假设 2a 和 2b 均未得证。
然而,模型 3-1 和 3-2 发现,虽然获奖城市的公众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

度并不显著,但是他们对政府总体绩效却更加满意。 “是否获奖”系数在至少为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与没有获奖的城市相比,在获奖城市居住的公众更认可当地

政府总体的治理水平,也更认可政府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 假设 3 得到支持。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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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控制变量在各模型中也有至少 5%概率水平的显著性①。
本文在多层分析之前回归了零模型(Null

 

Model),当因变量为客观环境质量感

知、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感知和总体治理绩效感知时,城市层面的组内相关系数(ICC)
分别为 0. 053,0. 062 和 0. 041,表明个体感知绩效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城市方差变动

来解释。 各个模型均通过了似然比检验,不同城市间组间差异明显(p= 0. 000),因此

多层模型更适用于本研究。
进一步地,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并不仅是关于“是否”的一次性过程,假

设 4 认为城市在观察年间的获奖数量同样可能影响公众的绩效感知。 根据表 3,“获

奖数量”在模型 1-1 和 2-1 与模型 5-1 和 6-1 中系数均在至少为 10%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城市获奖数量与公众对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治理绩效的满意度有正相关关

系。 但是模型 1-2 和 2-2 与模型 5-2 和 6-2 揭示了这种正相关的临界点。 将“获奖数

量平方”纳入模型后,“获奖数量”仍然在至少为 1%的概率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平方

项却显著为负,表明获奖数量与公众绩效感知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获奖数量的

增加对公众的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绩效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是边际递减的。 到达临

界点之前,城市获奖数量越多,公众对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治理绩效的感知越好;但
当获奖数量超出临界点后,获得更多的奖项反而使公众持更不满意的负面评价和感

知,支持了假设 4a 和 4c。

(三)
 

从“相关”到“因果”:
 

关于因果推断的补充检验

为了与 CSS2015 数据库匹配后囊括更多样本城市,本文采用自变量和因变量同

年的截面数据得到相关关系。 尽管基于“城市—个体”数据嵌套结构的多层模型隐

含因果关系的外生性预设:城市客观变量影响个体主观变量;城市宏观变量影响个

体微观变量。 但本文仍在时间滞后、倾向值匹配、工具变量和排除干扰因素方面补

充检验,以更有信心地将结论从“相关”向“因果”拓展。
1.

 

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
 

自变量滞后一期

主体研究对 2011 至 2015 年环境评比表彰获奖情况的整理包括 2015 年,微观调

查数据也来自当年。 本文选取了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但并没有处理自变量和因变

量在时间上的重合。 合理性在于,城市参与评比和获得表彰并不是“快照式”的瞬间

动作,而是包括充分酝酿、准备和宣传的历时过程。 然而,如果以更严谨和保守的

因果逻辑审视“2015 年前的获奖对当年公众绩效感知的影响” ,需要剔除 2015 年

的获奖情况重新进行回归。 表 4 表明,即使一定程度上考虑获奖的“时滞”效应,原模

① 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如下。 (1)个体层面:男性和在农村居住的人有更积极的绩效感知;主观经济水平
更高、对社会总体评价更好、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度更高的人对环境绩效更满意;对公共事务越关
切,越积极参与环境等治理过程,对环境和政府工作现状可能越不满意。

 

(2)城市层面:经济水平、经济
增长率和行政级别更高城市的公众绩效感知更积极;更大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反而导致公众对环境的
满意度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绿地面积达到一定阈值后,植物的挥发性有机物加剧臭氧污染,降低蒸
腾降温等生态功效,从环境健康科学的视角看,过度的“绿地暴露”和绿地可得性也可能提升公众的环
境污染暴露风险,从而影响他们对日常空间环境质量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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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变量滞后一期的多层模型

变量

客观环境质量感知 政府总体治理绩效感知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多层线性 广义线性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3-1 模型 3-2 模型 4-1 模型 4-2

是否

获奖

0. 159∗∗ 0. 171∗∗∗ 0. 141∗∗∗ 0. 207∗∗∗

(0. 076) (0. 063) (0. 047) (0. 070)

获奖

数量

0. 187∗ 0. 200∗∗ 0. 155∗∗∗ 0. 228∗∗∗

(0. 097) (0. 080) (0. 059) (0. 087)

获奖数

量平方

-0. 054∗ -0. 053∗∗ -0. 028 -0. 039

(0. 032) (0. 027) (0. 020) (0. 029)

个体控

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

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

然值
-15240. 756 -14217. 638 -15244. 037 -14218. 091 -11704. 989 -10701. 523 -11708. 015 -10700. 816

个体方

差分量
3. 438 — 3. 438 — 1. 319 — 1. 319

城市方

差分量
0. 069 0. 037 0. 071 0. 038 0. 026 0. 050 0. 026 0. 049

个体样

本量
7425 7425 7425 7425 7429 7429 7429 7429

城市样

本量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p<0. 05;∗∗∗p<0. 01。

型结论仍然基本保持稳健①,这从“因在前,果在后”的角度为因果关系奠定了基础。
2.

 

准实验因果推断的检验:
 

倾向值匹配

虽然本文充分纳入控制变量,但多层模型仍然是建立在截面数据上的相关分

析,并且混淆变量之间的相关和共线对结果的干扰仍无可避免。 为尽可能探究获奖

本身与公众绩效感知的“净效应”(获奖城市的平均处理效应而非样本的总平均处理

效应)和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在城市是否获奖的观察场域中设计准实验:
在获奖城市居住的个体样本为处理组,赋值为 1;在未获奖城市居住的为控制组,赋
值为 0。 需要说明的是,CSS2015 对各城市个体样本的问卷调查是独立进行的,彼此

① 模型 4-1 和模型 4-2 的二次项虽然在至少为 10%的显著度水平上并不显著,但是也保持了符号的一致

性。 二者的 p 值虽然不小于 0. 1,但也较小,分别为 0. 157 和 0. 175。 根据对“唯 P 值论”的批判,因此

本文根据统计结果进行科学推论时,应该采用估量思考(Estimation
 

thinking)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思

考(Dichotomous
 

thinking),因此本文并没有放弃这个不显著的结果,而是汇报其对应的较小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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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无影响,这是构建“反事实框架”下准随机实验的重要基础。 本文基于 Logit 回归

和分析前 T 检验选择合适的协变量进行匹配,最大程度上实现处理组和控制组除

“是否得奖”外,其余混淆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 匹配后两组非常接近,标
准偏差绝对值全部大幅降低至 4%以内(大部分小于 3%),各变量均值的组间差异均不

显著,共同取值分布广泛重叠。 图 3 至图 5 报告了平衡性和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结果。

图 3　 混淆变量标准化百分比示意(PSM 匹配结果 a)

图 4　 倾向值的共同取值范围(PSM 匹配结果 b)

借鉴陈强(2014)的研究思路,如果分别执行不同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较为相

似,那么表示倾向值匹配的结果是稳健的,不依赖具体方式而变化。 表 5 报告了绝大

多数主流匹配方式和结果,平均处理效应(ATT)均在至少 5%的概率水平上显著为

正( t 值>1. 96)。 这表明在没有其他因素的系统性差异的前提下,与没有获奖的城市

(控制组)相比,获奖城市(处理组)公众更倾向于对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治理给予积

极评价,获奖显著提升了公众对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治理的满意度。 这与本文主要

结论一致,佐证了稳健性并进一步将相关关系向因果推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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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匹配前与匹配后的核密度情况

表 5　 “是否获奖”的倾向值匹配结果

因变量 匹配方法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 标准误 t 统计量

客观环

境质量

感知

Unmatched 6. 030 5. 832 0. 199 0. 052 3. 85∗∗∗

Panel
 

1-1 一对一匹配 ATT 6. 030 5. 756 0. 274 0. 083 3. 30∗∗∗

Panel
 

1-2 k 近邻匹配(k= 4) ATT 6. 030 5. 736 0. 294 0. 068 4. 31∗∗∗

Panel
 

1-3
卡尺内近邻匹配

(k= 4,cal = 0. 060)
ATT 6. 030 5. 736 0. 294 0. 068 4. 31∗∗∗

Panel
 

1-4
卡尺匹配

(cal = 0. 060)
ATT 6. 030 5. 771 0. 259 0. 058 4. 46∗∗∗

Panel
 

1-5 核匹配 ATT 6. 030 5. 767 0. 264 0. 059 4. 47∗∗∗

Panel
 

1-6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ATT 6. 030 5. 806 0. 225 0. 083 2. 71∗∗∗

Panel
 

1-7 马氏匹配 ATT 6. 030 5. 880 0. 151 0. 063 2. 41∗∗

Panel
 

1-8
k 近邻马氏匹配

(k= 4)
ATT 6. 030 5. 880 0. 151 0. 050 3. 03∗∗∗

Panel
 

1-9 样条匹配 ATT 0. 242 0. 049 4. 97∗∗∗

政府总

体治理

绩效感知

Unmatched 4. 206 4. 010 0. 197 0. 030 6. 66∗∗∗

Panel
 

2-1 一对一匹配 ATT 4. 206 4. 046 0. 160 0. 047 3. 41∗∗∗

Panel
 

2-2 k 近邻匹配(k= 4) ATT 4. 206 4. 049 0. 157 0. 039 3. 99∗∗∗

Panel
 

2-3
卡尺内近邻匹配

(k= 4,cal = 0. 06)
ATT 4. 206 4. 049 0. 157 0. 039 3. 99∗∗∗

Panel
 

2-4 卡尺匹配 ATT 4. 206 4. 034 0. 173 0. 033 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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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匹配方法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差异 标准误 t 统计量

政府总

体治理

绩效感知

Panel
 

2-5 核匹配 ATT 4. 206 4. 034 0. 171 0. 034 5. 02∗∗∗

Panel
 

2-6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ATT 4. 206 4. 038 0. 168 0. 047 3. 59∗∗∗

Panel
 

2-7 马氏匹配 ATT 4. 206 4. 066 0. 141 0. 036 3. 90∗∗∗

Panel
 

2-8
k 近邻马氏匹配

(k= 4)
ATT 4. 206 4. 066 0. 141 0. 030 4. 64∗∗∗

Panel
 

2-9 样条匹配 ATT 4. 206 0. 133 0. 033 4. 10∗∗∗

　 　 注:∗p<0. 1;∗∗p<0. 05;∗∗∗p<0. 01。

3.
 

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检验:
 

工具变量

环境评比要求将当地居民对环境或政府的满意度作为重要参考①②③,这意味着

城市获奖与公众的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绩效感知的共变可能存在逆向因果。 一方

面,获奖可能释放城市声誉的“信号”从而提升公众对环境质量和总体绩效的感知;
另一方面,公众对环境和政府的积极评价本身也可能是城市获奖的前提和依据。 虽

然看似可以为因果倒置的内生性辩护,例如各项评比标准事实上并没有体现明确可

量化的社会满意度指标,既有研究也佐证缺乏公众评价的“上评下迎”是当前评比表

彰的突出问题(崔慧姝和周望,2018),但是,本文认为排除内生性更有效的方法是寻

找恰当的工具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Chen

 

et
 

al. ,
 

2018;
 

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本文选取城市政府

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的频率作为获奖情况的工具变量。 一是与自变量高度相

关,政府工作报告是全面体现政府注意力和认知集中度的“施政纲领” (吴建祖和王

碧莹,2022)。 环境治理在日常工作中难以进入优先序列,只有参评时才会获得足够

的重视(李振,2014),对环境提及更多的城市更可能参评和获奖。 二是与随机扰动

项无关,政府工作报告发布于年初(1 月或 2 月),公众绩效感知数据收集于同年中下

旬,无法反向影响已经确定的工作报告,时间上的“滞后”是保证工具变量外生的重

要方式(陈强,2014)。 并且,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和措辞是城市层面反复酝酿和修

改的结果,不直接受个体评价和感知影响。 本文手工收集 111 个城市 2015 年政府工

作报告文本并进行分词处理,在输出词频排名前 500 的名词中统计环境词汇的频数

①

②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01-07)[2022-02-03]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工

作的通 知 ( 发 改 气 候 〔 2017 〕 66 号 ) [ EB / OL ].
 

https: / / www. ndrc. gov. cn / xxgk / zcfb / tz / 201701 /
t20170124_962888. html.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01-06)[2022-02-03]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

选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22〕2 号) [ EB / OL].
 

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zhengceku / 2022-01 / 14 /
content_5668177. htm.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1-12-27)[2022-02-03] .
 

全国绿化评比表彰实施办法[EB / OL].
 

http: / / lcj.
shanxi. gov. cn / lczl / zthc / zllh / zhxx / 202112 / t20211227_425967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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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重(环保提及率高的城市见图 6)。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在准确保留源文本语义

的同时选取更丰富全面的词汇捕捉政府的环境注意力和治理力度①。 ROSTCM6. 0
支持了文本分析。

图 6　 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保护提及频率前 30 的城市频数分布情况

环境工作人员增长率是第二个工具变量(Dasgupta
 

e
 

al. ,
 

2000),通过《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数衡量。 环境人

员增长的城市更可能在环境治理方面表现突出,积极参与评比并胜出,文献中也经

常将环保人员数量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代理变量(Keller
 

and
 

Levinson,
 

2002)。 考虑

到单年度数据噪声和工具变量外生性,本文滞后一期计算 2010 至 2014 年五年间的

平均增长率(图 7 汇集了各城市环境工作人员人数变化趋势)。 “滞后”保证了环境

工作人员平均增长率外生于 2015 年的个体绩效感知;且环境人员增长率涉及定编定

岗定员等人事行政,主要由评比表彰的环境治理需要和环保注意力决定,很难被微

观个体直接感知或影响。
市委书记作为总揽城市全局的“第一领导”,能在非经济领域评比表彰激励下直

接影响城市准备和争取环境荣誉。 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担任指挥长,集中管理并

统筹下级部门,使其对评比工作“狠抓落实”并“确保到位” (徐换歌,2020)。 年龄已

被证实是影响市委书记响应激励和开展治理的重要因素(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
有研究验证较年轻的书记职业生涯更长,更愿意积极参与节水型城市评选、节能减

排和空气污染治理等(韩超等,2016;姚洋等,2020);也有研究认为更年轻的书记晋

升动机更强,更愿意积极响应经济增长竞赛而忽略柔性的环境治理(王哲,2018)。

① Chen
 

et
 

al. (2018)采用环境、能耗、污染、减排和环保五个词语总字数占全文总字数的比例作为政府环

境治理的代理变量。 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采用环境保护、环保、污染、能耗、减排、排污、生态、绿色、
低碳、空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10、PM2. 5 等词语。 本文在此基础上选取的词语包

括:环境保护、环保、污染、能耗、减排、排污、节能、节水、生态、绿色、低碳、空气、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PM10 和 PM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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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五年间各城市环境工作人员人数变化趋势汇总情况

无论如何,市委书记的年龄与环境评奖情况密切相关。 研究普遍选择年龄作为工具

变量(Angrist
 

and
 

Krueger,
 

1991;
 

谭志雄等,2018),官员年龄只取决于上级综合考察

任命和时间自然增长,外生于个体主观绩效感知。
表 6 报告了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显示,政府工作报告中环

境词汇占比、环境工作人员增长率与市委书记年龄均在至少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 这符合本文的预期,工作报告中环境词汇比重越大,环境工作人员增长率越

高,表明政府越重视环境工作和越倾向于在环境评比表彰中竞争胜出;市委书记年

龄越大也越倾向于在环境评比中参与和获胜。 考虑到书记年龄的影响渠道还可能

是“经济绩效”,为避免工具变量出现在解释变量的扰动项中,本文也将“经济增长率

和市委书记年龄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控制和排除,显著为正的结果再次印

证:年龄更大的书记可能不再有发展经济以谋求晋升的强烈动机,更偏好环境治理

和评比表彰,以追求地方的长远利益(林挺进,2015);经济增长率更高地区的“大龄”
书记更无须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而是为环境治理分配更多注意力,即在经济与

环境多任务竞争模式中,首要任务(经济)绩效变动较小或竞争局势较为固定(经济

增长率高+书记年龄大)时,次要任务(环境治理)上的竞争才更加激烈(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
 

List
 

and
 

Sturm,
 

2006)。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环境治理是与经济增长不

同的激励,环境表彰和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为经济发展劣势地区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

(刘松瑞等,2020)。 第二阶段回归显示,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模型控制反向因果的内

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市委书记回应环境激励、城市环境从业人员增

长、政府工作报告重视时,城市更可能参与环境评比并胜出,公众的绩效感知也更积极。
此外,本文也定量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Durbin-Wu-Hausman 检验的显著

性表明环境获奖具有内生性,工具变量方法合理;Kleibergen-Paap
 

LM 检验统计量 p
值均接近 0. 00,Hansen

 

J 统计量 p 值远大于 0. 1,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和识

别过度问题,验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均

大于 10%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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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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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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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除干扰因素的替代解释:
 

“创文”与“创卫”
“全国文明城市”是目前国内城市评选中规格最高、分量最重、获评难度最大的

荣誉和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和综合称号(文宏和林彬,2020;王磊和王兰兰,2022);
“国家卫生城市”同样是非经济领域典型评比项目。 2015 年恰好处于第四届全国文

明城市①和国家卫生城市②名单公示的关键时间窗口,公众的绩效感知是否会受到这

两大同类政策的干扰? 公众对环境质量和政府总体绩效的积极感知是否出于文明

城市或卫生城市称号对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 为了排除干扰政策的替代解

释(elimination
 

of
 

spuriousness),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增加 2015 年入选全国文明城

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哑变量,并进一步控制城市 2011 至 2015 年历届“创文”和“创

卫”的情况,表 7 报告的结果与主要结论高度一致。

(四)
 

稳健性检验

为充分缓解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等不利影响,本文进行了更多稳健性检验③。
第一,剔除直辖市。 考虑到环境评比的对象是城市,本文在与 CSS2015 匹配时将直

辖市也纳入城市样本。 虽然将“高行政级别”设置为控制变量,但直辖市仍然具有特

殊性强、可比性弱的特点和更容易率先获奖等信息资源和政治优势(刘松瑞等,
2020),剔除后的重新检验并没有显著改变结果。 第二,改变研究方法。 本文将定序

变量“降维”为二分类变量,忽略各评分间的细微差异④,选取多层逻辑回归重新检验

(Liu
 

et
 

al. ,
 

2018),结论不随方法而改变。

五、
 

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

判。”⑤对客观治理实践和主观感知的关系的探究是重要的和欠缺的( Parks,
 

1984)。
本文以城市环境评比为切口,建立 2015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与城市获奖情况匹

配的数据集,探讨城市获奖如何影响公众的主观绩效感知。
研究有如下发现。 第一,城市在环境评比表彰中获奖显著提升该城市居民对环境

质量的感知。 公众可能会将获奖视为服务质量可信赖的声誉信号和“认证”(Teodoro
 

and
 

Hughes,
 

2012)。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客观绩效与主观感知的正向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新华社.
 

(2015-01-30)[2023-09-01] .
 

中央文明委公示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候选名单[EB / OL].
 

https: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15-01 / 30 / content_2812168. htm.
卫计生委网站,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5-12-08)[2023-09-01] .
 

全国爱卫办公布 2015 年拟命名国家

卫生城市(区)名单[EB / OL].
 

https: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15-12 / 08 / content_5021061. htm.
 

限于篇幅,在此不再报告稳健性检验的各项具体结果,可联系作者获取。
重新编码以“是否满意”为标准对定序变量降维,将“不太好”“很不好”和 6 分以下的绩效感知界定为

“不满意”,赋值为 0,其余正面评价为“满意”,赋值为 1。 除此之外,文献中对定序变量做因变量的处

理方式还有两种:(1)近似地视为连续变量采用线性模型,尤其是 1 ~ 10 分量表时;( 2)选取更适合定

序变量的有序逻辑回归。 这是本文主体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
习近平.

 

2013-12-27(02) .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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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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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第二个结论表明城市获得环境奖项并没有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

绩效的感知。 这是令人困惑的发现,公众并没有将获得表彰和主观的环境质量改善

归因于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成就,目前评比表彰无法保证居民对政府环境工作的积

极感知,主观与客观绩效呈现低一致性和相关性 ( Stipak,
 

1979;
 

Lee
 

and
 

Kim,
 

2024),这也通常是主观测量被质疑为“错误”的原因( Licari
 

et
 

al. ,
 

2005)。 可能的

解释是,首先,高度汇总的宏观数据与具体的微观感知之间存在“温差”。 评比立足

整个城市辖区内的平均状况和统一指标,隐性地抑制和忽略了不同街区具体的需求

与供应差异,而公众所享受和评价的服务实际上分散且有限,满足一组人口结构的

环境服务可能无法满足其他人群(Schachter,
 

2010)。 其次,主观和客观绩效测量的

可能不是同一件事,这与“知觉显著性” ( perceptual
 

salience)类似,一方面,公众对政

府环境治理感知的“低显著性”使其并没有意识到环境质量的改善是由于政府的治

理(Stipak,
 

1979),政府投入与公民感知之间有许多中间步骤(Parks,
 

1984)。 公众

虽然感知到客观环境质量的提升,但只要服务质量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他们并不

关心政府的投入产出等环境治理行为。 街道清洁等环境改善清晰可见,而垃圾收集

吨数、巡逻频率和业务支出等客观指标并不被公众评价所关注 ( Brudney
 

and
 

England,
 

1982;
 

Van
 

Ryzin
 

et
 

al. ,
 

2008),尤其在不常接触有关部门时,公众对治理

工作的改善缺乏了解,也未必有“感知政府努力”的能力和评价市政服务的基础知

识,“外行认知” 使其忽略政府在城市获奖和提供环境公共产品与服务中的作用

(Rosentraub
 

et
 

al. ,
 

1979),以至于“政府在客观绩效上的巨大进步通常对公民的主

观评价似乎没有什么影响”(Grimmelikhuijsen
 

and
 

Meijer,
 

2015)。 另一方面,公众没

有意识到政府环境服务的真实水平。 没有直接接触政府环境治理的公民根据媒体

报道等进行主观评价( Schachter,
 

2010),更可能体现为不分青红皂白的“负性偏

见”①或
 

“代理受害”②(Skogan
 

and
 

Maxfield,
 

1981),特别地,评比表彰中声势浩大的

运动式治理更可能给公众带来“政绩工程”式环境工作的消极感知。 最后,评比表彰

的信号会提升公民期望,形成“预设满意度” ( assumed
 

satisfaction)与“表现满意度”
(demonstrated

 

satisfaction)的差距(Van
 

Ryzin,
 

2004;
 

James,
 

2009),使公众更容易因

看到政府环境治理的短板而降低满意度。
 

第三,城市环境获奖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总体绩效的感知。 这意味着环境治理

本身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性,也符合评比表彰成为综合激励的长期愿景。 政府以环境

评比表彰为抓手,同步在市政设施和社会保障等与人民需求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和

①

②

负性偏见(negative
 

bias):人们对信息的处理具有“不对称性”,对所接收信息中的负面因素更为敏感,
对负面信息的关注、学习和使用远远多于正面信息。 负面信息更容易被感知,消极事件比非消极事件

引发的反应更快更显著。
代理受害

 

(vicarious
 

victimization):指自身没有受害的公民仍然可能通过从朋友、邻居或媒体那里听到

他们附近的犯罪活动而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犯罪活动。 本文指自身的生活没有因为城市参与环境评比

表彰而受到影响的公民可能因为媒体报道和亲朋好友的经验获得关于政府环境治理的替代信息,形成

负面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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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环节取得总体成就(李振,2014)。 本文的发现补充了主观总体绩效与客观绩效

正相关关系的坚实证据(Parks,
 

1984)。 为什么主客观绩效的低一致性在总体绩效

方面失效了? 为什么环境评比表彰不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的满意度反而提升了

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 这是由于客观指标能够较好地衡量环境治理等“部分的绩

效”(Ailawadi
 

et
 

al. ,
 

2004);而主观感知是边界不清晰的、整体概括的,往往反映比

决策更广泛的总体绩效( Wang
 

and
 

Gianakis,
 

1999),民众更能感知到市政府作为一

个整体的普遍倾向而非其在环境治理等高度受限领域的绩效水平。 尤其在缺乏了

解时,环境评比表彰提供的政府整体形象和声誉的“启发式”能通过“晕轮误差”等思

维捷径使公众对环境治理的感知与政府总体评估混为一谈(Borman,
 

1975),形成从

“对环境质量满意”到“对政府总体绩效满意”的以偏概全式认知扩散。
第四,获奖与环境质量和总体绩效感知呈“倒 U 形”关系。 城市获奖数量的增加

一开始显著提升公众的绩效感知,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评选在指标上各有侧重,更多

获奖表明政府加强节水、森林、人居和生态等更多环境维度的投入,提升全方位环境

质量并释放综合治理信号。 但是,获奖的积极效用是有限度的,过度参与、重复评选

和冗余表彰有适得其反和过犹不及的后果,如果城市总是热衷于各类环境评比,会形

成“追求‘面子工程’”“好大喜功”和“劳民伤财”等不顾公众实际需求的形式主义形象

(徐岩等,2015),公众也会长时期面临错综复杂的评比指标带来的严格环境规制、监管

执法和遵从负担等(Zhang
 

and
 

Li,
 

2011),这塑造了公众的负面感知。 曲线关系的发现

拓展了公民评价与市政服务实际绩效线性关系的讨论(Brudney
 

and
 

England,
 

1982)。
本文对引导评比表彰符合公众期待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首先,本文验证

了客观与主观绩效积极但有限的关系,以中国城市的证据填补了二者的理论空隙

(Van
 

Ryzin
 

et
 

al. ,
 

2008),回答了“个人层面如何评估已被认可的服务提供者?”,丰
富了“认证—满意度联系”( accreditation-satisfaction

 

link)研究( Lee
 

and
 

Kim,
 

2024)。
其次,评比表彰应更多纳入主观绩效和满意度指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并着力解决

“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将民众感受和需求放在环境治理实践的第一位,以补充客

观绩效(Kim
 

and
 

Kim,
 

2022),并且根据公众心理活动特征培育具有评价能力的“批

判性公民”,畅通信息公开和参与渠道,真正实现“自上而下国家评比”和“自下而上

社会评价”的良性互动融合。 这既体现了另类公众参与和对民主规范与公共价值的

承诺,也是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公共问责制的组成部分( Daneke
 

and
 

Klobus-
Edwards,

 

1979)。 最后,评比表彰未必是完全的客观绩效,而是人口特征中立和不亚

于客观指标的“上级主观评价” ( Schachter,
 

2010),是上级发挥指挥棒激励效用的

“环境治理锦标赛”,可以引导地方政府以公共服务和民生福祉而不是经济增长与政

治晋升为导向,以长期改善和公众满意而不是集中作为和短期成效为目标。 本文的

发现在理论上将“锦标赛”在非经济领域进行了拓展和延伸(Zhang,
 

2020)。 环境治

理作为一个缩影,先进做法可以推广到社会多领域以全方位促进主观绩效和公众参

与,实现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而不是政府单方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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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具有局限性,一是截面数据问题,虽然各种准实验思路的补充检验在

较大程度上证实了因果性,但仍缺乏面板数据的“前测”,未来期待运用双重差分或

调查实验等方法更准确地估计获奖净效应。 二是忽视获奖时效性,全部奖项以同等

权重进入模型,结合评比表彰的间歇性激励特征导致地方政府治理投入和绩效的不

稳定性,不同年份获奖可能意味着不同的绩效感知。 三是样本局限性,匹配后仅有

约 100 个城市,虽然没有样本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但仍然存在信息损失。 四是对

行为公共管理的关注有限,本文基于公众心理态度对主观感知进行了有益探索,区
别于传统产出和效果的绩效衡量,未来可以借鉴内隐满意度测量等进一步关注公众

认知和情绪体验。 此外,什么类型和特征的环境评比更能提升绩效感知? 评比表

彰作用机制和路径是什么? 评比表彰与环保督察的关系如何?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

步探讨。

附表

评奖项目 组织方
首次评

选时间
主要指标 其他说明

国家节水

型城市

住建部、
国家发改委

2002

基本条件、基础管理指标、
技术考核指标(包括综合节

水、生活节水、工业节水、环
境生态节水指标)

每两年开展一次,奇

数年为申报年,偶数

年为评选年,有效期

五年

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

环保部

(现生态环境部)
1997

基本条件、社会经济、环境

质量、环境建设、环境管理
考核跨度为近三年

国家低碳

试点城市
国家发改委 2010

领导高度重视、明确试点目

标、能发挥绿色低碳发展的

示范带头作用、编写并提交

《低碳试点工作初步实施方

案》情况(编制低碳发展规

划、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考核制度、积极探索创

新经验和做法、提高低碳发

展管理能力)

中国人居

环境奖
住建部 2001

基本条件、生态宜居、健康

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
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

包容、创新活力、资源节约、
社会和谐等

每两年开展一次,偶

数年为申报年,奇数

年为评选年,有效期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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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奖项目 组织方
首次评

选时间
主要指标 其他说明

国家园林

城市
住建部 1992

基本条件、综合管理、绿地

建设、规章制度、绿地规划、
生态宜居、节能减排、健康

舒适、安全韧性、特色风貌、
特色园林文化保护传承、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

息系统”更新基础工作

每两年开展一次,偶

数年为申报年,奇数

年为评选年

国家森林

城市

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
2004

组织领导、管理制度、森林

建设(包括综合指标、覆盖

率、森林生态网络、森林健

康、公共休闲、生态文化、乡
村绿化、生态福利)

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
全国绿化委员会 2003

各级领导对城市绿化工作

的重视程度、绿化委员会及

其办公室机构建设情况、城
市绿化规划计划制定情况、
义务植树开展情况、造林绿

化率和保存率情况、城乡绿

化建设情况、绿色通道建设

情况、单位庭院和居住区绿

化情况、绿化成果保护和管

理工作、古树名木保护工

作、绿化宣传教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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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can
 

local
 

governments
 

be
 

motivated
 

to
 

actively
 

engage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mploys
 

“ ratings
 

and
 

recognition”
 

to
 

incentivize
 

competi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s
 

a
 

key
 

non-
economic

 

initiative
 

aimed
 

at
 

promoting
 

efficient
 

governance,
 

can
 

this
 

approach
 

enhance
 

public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aking

 

environmental
 

ratings
 

and
 

recognition
 

as
 

an
 

example,
 

we
 

manually
 

collected
 

data
 

on
 

typical
 

national-level
 

environmental
 

awards
 

from
 

2011
 

to
 

2015
 

and
 

merged
 

them
 

with
 

the
 

database
 

of
 

the
 

2015
 

Chinese
 

Social
 

Survey.
 

To
 

avoid
 

any
 

ecological
 

fallacy,
 

we
 

adopted
 

a
 

multilevel
 

model
 

regression
 

analysis.
 

Additionally,
 

we
 

moved
 

beyond
 

a
 

mere
 

correlation
 

in
 

cross-sectional
 

data
 

to
 

casual
 

inferences,
 

adding
 

greater
 

confidence
 

in
 

strengthening
 

our
 

study.
 

First,
 

lagging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by
 

one
 

period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for
 

a
 

causal
 

relationship,
 

ensuring
 

that
 

“ cause
 

precedes,
 

effect
 

follows”.
 

Second,
 

we
 

examined
 

the
 

net
 

effect
 

of
 

the
 

ratings
 

and
 

recognition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by
 

matching
 

the
 

award
 

(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non-award
 

( control
 

group)
 

with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
 

a
 

quasi-experimental
 

approach.
 

Again,
 

we
 

drew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o
 

select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frequency
 

of
 

environment-related
 

terms
 

in
 

city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the
 

growth
 

rate
 

of
 

environmental
 

staff,
 

and
 

the
 

age
 

of
 

municipal
 

secretaries
 

(an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the
 

age
 

of
 

municipal
 

secretaries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ese
 

variables
 

help
 

address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of
 

a
 

causal
 

inversion
 

between
 

city
 

awards
 

an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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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Finally,
 

we
 

included
 

the
 

Sanitary
 

City
 

and
 

Civilized
 

City
 

ratings-two
 

typical
 

awards
 

similar
 

to,
 

but
 

distinct
 

from,
 

environmental
 

ratings
 

and
 

recognition-as
 

controls
 

to
 

account
 

fo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confounding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municipal
 

winning
 

of
 

awards
 

in
 

environmental
 

competitions,
 

such
 

as
 

ratings
 

and
 

recognition,
 

contributes
 

to
 

improve
 

public
 

perceptions
 

of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overal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However,
 

these
 

awards
 

a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erceived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award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performance
 

follows
 

an
 

inverted
 

U-shaped.
 

As
 

the
 

number
 

of
 

awards
 

increases,
 

public
 

perceptions
 

of
 

performance
 

become
 

more
 

positive
 

up
 

to
 

a
 

certain
 

threshold.
 

Beyond
 

this
 

threshold,
 

additional
 

awards
 

lead
 

to
 

more
 

negative
 

perceptions.
 

Our
 

findings
 

confirm
 

the
 

positive
 

but
 

limi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formance,
 

filling
 

the
 

theoretical
 

gap
 

wi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This
 

research
 

also
 

contributes
 

to
 

answering
 

the
 

classic
 

theoretical
 

question
 

of
 

how
 

to
 

evaluate
 

recognized
 

service
 

provider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Moreover,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evaluations
 

and
 

recognition
 

should
 

integrate
 

more
 

subjective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By
 

prioritizing
 

people􀆳s
 

feelings
 

and
 

need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se
 

evaluations
 

can
 

complement
 

objective
 

performance.
 

This
 

approach
 

enhances
 

both
 

the
 

instrumental
 

role
 

of
 

guiding
 

and
 

directing
 

from
 

the
 

“ top-down”
 

and
 

the
 

value
 

attribute
 

of
 

boosting
 

public
 

satisfaction
 

from
 

the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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